
1 

 

媒体发展与政策回应 

桂林 聂辉华 吴涛* 

摘  要：本文讨论了居民如何借助媒体来影响公共政策制定问题。在传统媒体时代，由于媒体选择报道

主流群体利益诉求的效益大，因此对媒体的市场收益贡献小的居民群体，其利益诉求常被传统媒体所忽视，难

以获得公共政策回应，成为影响政策的弱势人群。增加媒体数量来促进竞争，也无法改变这种状况，从而形成

政策“回应陷阱”。在社交媒体时代，由于媒体的进入成本较低，普通居民可以直接向公众表达利益诉求并有

机会获得公共政策回应，从而有助于该居民群体走出政策“回应陷阱”。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为居民利益诉求

带来了长尾效应。本文的研究表明，推动媒体市场发展，建立有效的居民媒体利益诉求回应机制，培育壮大中

产阶层，可以更好实现社会的包容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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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其制定的公共政策往往涉及一个社会中各个群体的利益。① 如果

公共政策中的利益蕴含足够多，那么某些群体就会通过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来强化本群体的利

益，但这可能会损害其它群体的利益，这就是所谓的“政策俘获”（policy capture）问题（OECD，

2017）。经典的俘获经济学文献主要关注有组织的利益集团，通过游说、捐款或选举等手段对

政府或者管制机构的公共政策施加影响（Stigler，1971；Peltzman，1976）。在传统媒体时代，

普通的居民几乎没有机会影响公共政策，但社交媒体的出现与广泛运用②为普通居民影响公共政

策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途径（Bartlett et al.，2011；Engesser et al.，2016）。 

当不同的利益群体借助媒体来影响公共政策乃至设置议程③的能力越来越强时，公共政策的

制定者就必须更加积极地回应（responsiveness）居民的利益诉求。因此，理解居民通过媒体影

响公共政策并获得政策回应的微观机制非常重要。本文将讨论以下问题：在传统媒体时代与社

 
* 基金项目：本文为南京大学区域经济转型与管理变革协同创新中心和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协同创新中心资助课题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CYD-2022009）。 
① 本文的公共政策是一个广义概念，既包括行政机构制定的政策，也包括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法规。 
② 2018 年，全世界互联网用户的数量估计为 41 亿（占世界人口的 53％），增长速度最快的是发展中国家。

在这个数字化网络人口中，有 32 亿（42％）是社交媒体用户，有 29.5 亿（39％）是活跃的移动社交媒体用户

（Flew and Iosifidis，2020）。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统计报告显示，仅就我国而言，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8.47 亿；手机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 6.60 亿；截至 2018 年 12 月，社交应用的普及

度高，其中微信朋友圈、QQ 空间用户使用率分别为 83.4%、58.8%，微博使用率为 42.3%。 
③ 王绍光（2008）将议程分为三大类：政策议程、公众议程与传媒议程。政策议程是决策者认为重要的议

题；公众议程是公众极为关注的议题；传媒议程是指平民传媒高频报道和讨论的议题。王绍光认为，未来随着

专家、传媒、利益相关群体和居民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来自政府架构之外的“外压模式”议程将频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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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媒体时代，居民如何借助媒体影响公共政策？不同时代的差异在哪里？利益群体的边界是怎

么形成的？如何理解社交媒体时代的公共政策平民主义（populism）现象？ 

在传统媒体时代，普通居民要在传统媒体（比如电视台、报纸、杂志等）上表达意见，通

常需要具备良好的口头或文字表达能力。与此同时，传统媒体通常要考虑媒体市场收益。因此，

那些对于媒体的市场收益助力较小的人群通常难以获得传统媒体的青睐，这些人群难以在传统

媒体获得利益表达机会，因而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较弱，在公共利益分配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此时，增加传统媒体的数量，可以增强媒体间的竞争，部分传统媒体会选择去代表弱势人群。

但是，当公共政策的利益蕴含不够高时，那些价值偏好分布比较分散的人群组成群组的分歧成

本较高，因而没有足够的激励去组成群组。这些居民就会陷入政策的“回应陷阱”（trap of policy 

response）：无论如何提高传统媒体的竞争程度，都无助于此类居民获得在传统媒体上表达利益

诉求的机会，从而其利益诉求难以获得公共政策回应。所谓“群组”（group），是指价值偏好

相近的居民自愿组成一个联盟，以便进行利益表达和影响公共政策。在传统媒体时代，社会精

英通常能为媒体提供较好的市场回报，从而获得媒体青睐，因此传统媒体时代容易出现“精英

型政策俘获”。 

在社交媒体时代，各类新媒体（包括自媒体）的进入成本大大降低。媒体供给侧的扩大，

使得一个普通居民也可以直接向公众进行利益表达，从而具有影响公共政策的机会。一方面，

社交媒体的出现提高了普通居民对媒介的可达性（accessibility）；另一方面，普通居民可以借

助社交媒体的功能极大地降低搜索成本，从而找到更多的价值偏好相近的居民来组成群组，以

增加自身利益诉求获得政策回应的可能性。因此，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让那些在公共利益表

达方面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人群能够摆脱政策“回应陷阱”，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公共政策

制定过程中出现“平民型政策俘获”。① 

在社交媒体时代，普通居民通过组成群组的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共政策，而传

统媒体时代则无法组建有效的群组。但是，在一个“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社交媒体时代，

群组并不是规模越大越好，而是存在一个最优边界。一方面，群组的人数越多，为特定政策提

案进行宣传呼吁的力量就越大，从而该提案被政策采纳的可能性就越高，这是群组的聚力收益

（grouping benefit）。另一方面，群组成员是由不同价值偏好的居民组成，在协商群组政策提案

时需付出相应的协商成本，我们可以把这种成本称为群组的分歧成本（discrepancy cost）。成员

间价值偏好的差异性越大，分歧成本就越高。因此，扩大群组人数规模会带来更高的聚力收益，

但同时会带来更大的分歧成本。当聚力收益与分歧成本在边际上相等时，群组的均衡边界就出

现了。 

下文内容安排如下：第二节对相关文献进行评述；为了分析方便，在第三节我们先分析社

交媒体时代居民如何通过社交媒体组成群组来影响公共政策，然后在第四节再分析传统媒体时

代居民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最后是总结。 

 
① 这种现象也可以称为公共政策的“平民化”，指的是公共政策以广大居民的价值偏好为基本依据来制定。

本文主要从实证的角度来解释公共政策的平民化是如何出现的，并不对其做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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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回顾 

本文研究主题主要涉及媒体与平民化、媒体和政策回应以及群分行为的相关文献。 

媒体与平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平民主义正在兴起（Hameleers and Schmuck，2017）。

此现象既流行于发展中国家，也常见于发达国家（Norris and Inglehart，2019）。媒体，特别是

社交媒体，促进了平民主义思潮在社会中的传播（Bartlett et al.，2011）。这些社交媒体网络不

仅为政客传播平民主义信息提供了便利，而且还为普通居民在线表达意见并与志趣相投的人接

触提供了机会。平民主义信息不仅通过传统媒体渠道进行传播，而且通过社交媒体网络进行广

泛传播（Bartlett et al.，2011；Engesser et al.，2016）。然而，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的政治参与可

能会带来信息误导泛滥、社会两极分化等诸多问题（Flew and Iosifidis，2019）。 

媒体与政策回应。现代政府的重要功能是回应居民的利益诉求。隋岩（2018）认为，个体

可借助以社交媒体为基础的群体传播来吸引社会注意力、吸纳社会资源、重构资源分配关系。

互联网群体传播挑战了传统媒体时代资源配置偏向精英群体的模式，新的信息传播方式使得社

会资源更多地配置给普通人。Besley and Burgess（2002）发现，在报纸发行量更高且选举问责

更强的地方，州政府会更迅速地通过公共食品分配和灾难救济支出应对灾难损害。Soroka and 

Wlezien（2010）系统检验了欧美国家在国防、社会福利、教育等数十个公共领域中居民意见对

政府决策的影响，发现媒体促进了公共财政对居民要求的回应。Eom et al.（2018）认为，社交

媒体有助于克服地方政府与居民之间的隔离以及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增强政府的回应能力。 

一些学者研究了中国政府的政策回应现象。例如，孟天广等（2015）通过对 26 个地级市

3059 位地方官员的调查实验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回应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回应”特征，

即地方支出决策显著地受上级政府和本地居民意见的影响，而民生福利支出决策不受上级政府

和居民意见的影响。张琦与吕敏康（2015）发现，媒体质询显著提升了政府对居民的利益诉求

进行回应的速度和质量：媒体质询密集度越高，政府回应速度越快；质询传播范围越广，回应

质量也越高。Chen et al.（2015）通过 2103 个县的在线实地实验，发现大约三分之一的县级政

府对居民在社交媒体所表达的利益诉求做出了回应。特别是，来自居民进行集体意见表达所形

成的舆论压力与上级政府的考核压力，使得县级政府对于居民需求做出了更积极的回应。 

群分行为。Bayer et al.（2005）、Epple and Romano（2000）分析了教育市场上的群分效应

（sorting effect）①，即因不同社区享有的教育资源质量有高低，间接地激励了各个家庭根据自

身情况选择不同居住社区，从而带来了 Tiebout 群分（Tiebout，1965）。群组形成的目的各异，

既有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组成群组可以更好地借助群分形成良好的同群效应，群组间相互隔离才

能强化此效应（Miller et al.，1993）。而本文指出，群分有助于居民借助群组的集体力量来施

加政策影响，形成群组的目的是相互竞争而非相互隔离。虽然群体竞争（group contest）文献也

强调不同群体之间的竞争，但群体成员的成本主要指竞争中付出的努力成本②，而不是本文说的

分歧成本。 

 
① 陆铭与张爽（2007）对经济学中的群分效应文献做了一个详细的综述。 
② Eliaz 和 Wu（2018）对群体竞争文献进行了分类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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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本文分析了居民通过媒体

影响公共政策的微观机制，特别是群组的形成及其最优边界。关于媒体与政策回应的已有文献

通常以定性分析以及经验检验为主，缺乏居民如何形成集体行动的微观基础。Acemoglu（2005）

指出，打开集体行动的“黑箱”，才能真正理解制度变迁和公共政策的效率问题。本文在这方

面迈出了探索性的一步。（2）本文为社交媒体与平民主义之间的因果联系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

平民主义的兴起是一世界性的现象，也极大地挑战和重塑着各国的公共治理。众多的案例研究

和实证研究都指出了社交媒体的兴起是平民主义时兴的重要原因，本文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交媒

体的广泛应用会导致平民型公共政策俘获现象。 

2 社交媒体时代的群组形成 

本节和下节是本文的理论模型，主要分析社交媒体时代和传统媒体时代，居民如何是通过

社交媒体群组行为来表达利益诉求，并促使公共政策做出回应的。①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不妨

以 2016 年的“山东非法疫苗案”为例来说明②。2016 年 3 月 18 日，澎湃新闻发布了题为《数

亿元疫苗未冷藏流入 18 省》的微博；数小时后，该微博被转发近 5 万。人民日报、央视新闻、

头条新闻三家微博也相继对该报道转发推送，并通过微信广泛传播。3 月 22 日，一篇名为《疫

苗之殇》的文章在微信微博疯狂转发，创下百万阅读，事件传播呈几何级增长。随着微信平台

上对疫苗案进行的广泛讨论，具有相似偏好和认同特质的微信用户不断在朋友圈中转发趋向一

致的意见，逐步形成对该案件的核心认知和态度，同时不同偏好和认同特质的居民间也开始出

现“意见分层”。3 月 29 日，13 名律师联名致信国务院，提出了专业化的立法变革诉求。4 月

13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决定》，

在立法层面对山东问题疫苗事件做出了回应。该事件从网络舆论发声到国家相关立法出台，前

后不过短短 26 天。 

我们先考虑居民均能应用社交媒体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形成群组来增加自身利益诉求被公

共政策回应的概率。假设一个社会里总共有 1 单位的居民，居民 i 的价值偏好③（例如对保护未

成年人的态度） ix 服从累计分布函数 F x( )，概率密度 ( )f x 的概率分布。某项公共政策存在

特定的受惠人群，所有获得公共政策回应的居民均可获得数量  1,0r 的政策收益，其它人的

收益则为 0。换句话说，公共政策配置的是只有获得政策回应的特定群体可以受益的定向公共

品。 

在社交媒体时代，通过社交媒体（例如微信、微博）的个人表达与相互交流，每个居民对

其他人的价值偏好都知悉，并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向公众和决策部门表明其政策诉求（呼吁、支

持或反对某些提案）④。假设支持某提案的居民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就是该提案最终被公共政策

 
① 由于社交媒体时代的模型相对简单，因此我们由简入繁，先分析社交媒体时代，再分析传统媒体时代。 
② 这里的对事件的描述参考了张欣（2017），对该事件的详细介绍可参考该文。 
③ 价值偏好差异主要指由居民个体认知水平、价值观差异等意识差异。 
④ 政策提案是一个广义概念，可以是具体的政策建议，也可以是用来呼吁的口号、理念或价值观，总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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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采纳的概率。我们可以把所有具有相同价值偏好的居民称为“同偏好群体”，显然同偏

好群体是表达利益诉求的天然联盟。如果同偏好居民和其他偏好居民形成一个提出共同政策诉

求的联盟，我们就把这种联盟称为“同政策诉求的群组”①。 

显然，群组的规模（人数）越大（越主流），该群组的政策提案 x̂被公共政策采用的概率

就越高。个人选择加入某个群组，有相应的成本。群组成员间在价值偏好上存在差异，并且这

种差异越大，群组内部协调政策提案的成本就越高，这就是群组的分歧成本。显然，考虑到分

歧成本，群组最好由偏好相近的人组成②，以尽量减小群组的分歧成本。 

在下面的模型中，我们假设社交媒体足够发达或者社交媒体的进入成本足够低，以至于每

个人都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向社会和政策决策者直接表达利益诉求，表明其支持的政策提案，而

不必通过电视、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来表达。博弈顺序是：首先，每个居民选择是否加入某

群组；然后，各个群组分别提出各自主张的政策提案；最后，根据提案者在人口中的比例，不

同群组的政策建议在某个概率下实现。下面按逆向归纳法求解。 

    2.1 政策提案 

    这里假定群组选择政策提案的目标是最大化群组收益。群组 k Z 的总收益为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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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第一项是群组成员获得的总期望政策收益， ( ) ( )1k kF x F x −− 恰好为偏好分布于 x
k-1

,x
k

éë ùû

的居民占比，这些居民可通过社交媒体加入群组 k，其大小代表了该群组的政策提案被公共政

策最终采纳的概率。后两项测度的是群组成员 i 的个人价值偏好 ix 与群组政策提案 kx̂ 之间的偏

离带来的分歧成本③；两者之间距离越大，给群组带来的分歧成本越高。这个分歧成本是在讨论

确定群组政策提案时，群组内部的协调协商成本。群组总收益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 ) ( ) ( ) ( ) ( )
1

ˆ

ˆ 1ˆ
ˆ2 0

k k
k

k
k k

x xd

k k kdx x x
f x dx f x dx F x F x F x

−



−= − + = + − =   

可求得 F x̂
k( ) = 1

2
F x

k( )+ F x
k-1( )( )，即 x̂k = F -1 1

2
F x

k( )+ F x
k-1( )( )( )。可以看到，群组 k的

 
任何可能影响政策的观点或态度。前文列举的疫苗立法只是一个代表，其它类似案例还包括高考加分问题、企

业减税问题、居民拆迁补偿问题等。 
① 由于不同的群组之间具有排它性，同偏好群体最多只可以加入一个群组。 
② 纯粹心理的原因也可能直接导致群分效应，如不同种族的人群往往是聚居在一起的，这其中的一部分原

因就可能是由纯粹的心里偏好导致的（陆铭、张爽，2007）。Akerlof（2000）将身份认同引入经济分析，基于

不同身份的社会群体的成员通常会遵循群体行为，群分效应通过同群效应进一步强化人们的身份认同，这反过

来又促进了群分，从而降低了社会的阶层流动性。 

③ 为了讨论方便，本文中政策偏好和价值偏好用同一符号，政策提案 kx̂ 可理解为以价值偏好 kx̂ 为标准制

订的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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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政策提案 x̂
k
为概率中点，即中点两边的群组成员人数各占一半①。群组 k政策提案除提出

x̂
k
之外，也要指明政策受益的人群，即群组价值偏好属于区间 x

k-1
,x
k

éë ùû的居民。 

2.2 群组边界 

群组的区间是如何选定的呢？② 这里不妨考虑如下均衡：如果居民价值偏好分布服从正态

分布③，则从人群分布最密集的区域先形成相应群组（领导者），以这个群组作为参照点，依人

群密度由高到低挨次确定相邻区域的群组（追随者）。④ 

要实现群组总收益最大化，需要合理确定群组边界。相应的一阶条件为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1

ˆ ˆ ˆ

ˆ

1

ˆ

ˆ2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x

k k k kx x

x xdx dx

k k kdx dxx x

k k k k k k

r F x F x f x rf x f x dx

f x dx x x f x f x dx

F x F x rf x x x f x

−

−



−

−

= − + 

− − − +

= − − −



   

当边界 1−kx 确定后，边界 x
k
的扩张给群组 k 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分别为：加入群组 k 给新成员带

来边际收益 ( ) ( )( ) ( )1k k kF x F x rf x−− ；新进群组成员带来的群组胜率提升，给群组 k 老成员

带来边际收益 ( ) ( )
1

k

k

x

k
x

rf x f x dx
−

 ；因群组边界扩张，带来群组政策提案 x̂
k
调整，从而引起

群组老成员的分歧成本变化，这个成本增量为 ( ) ( )
1

ˆ

ˆ

ˆ ˆk k

k k

x x
k k

x x
k k

dx dx
f x dx f x dx

dx dx−

−  ；新进群组

成员进入给群组带来的增量分歧成本为 ( ) ( )ˆ
k k kx x f x− 。 

简单起见，假设新成员不需要承担自己进入群组给群组带来的分歧成本，但要均摊其他群

组成员给群组带来的分歧成本。这就是说，在形成政策提案的过程中，每个成员既是其他群成

员说服的对象，也是说服其他群组成员的一份子。 

引理 1 对群组 k 中的任意居民 i（  1,i k kx x x− ）来说，其策略偏好为：加入左相邻群组≿

 
① 若假设群组的政策提案由群组成员按简单投票规则来决定，也是这个结果，即中位投票者模型的结果。

因而， ( ) ( )( )( )1 1
12

ˆ
k k kx F F x F x−

−= + 这个群组政策提案结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对假设的稳健性（robust）。 

② 下文分析是针对原点右侧群组，考虑到正态分布的对称性，零点左侧群组的形成类似右侧群组，故略。 
③ 本文主要考察不同特征（价值分布密度）人群在传统媒体时代和社交媒体时代的不同群组行为，及其利

益诉求获得政策回应的差异性。正态分布假设可以提供这样的价值分布上的差异性，且后文的分析结果符合长

尾理论（长尾理论对于需求分布的假设就是正态分布假设）的预测。 
④ 这只是一个技术性假设，换用其它假设不会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 

⑤ 因 F x̂
k( ) = 1

2
F x

k( )- F x
k-1( )( )，根据隐函数定理，有

( )

( )2

ˆ

ˆ

kk

k k

f xdx

dx f x
= ，

( )

( )
1

1

ˆ

ˆ2

kk

k k

f xdx

dx f x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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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右相邻群组≿不加入任何群组。 

证明：见附录。 

引理 1 是说，在本文的假设下，加入左相邻群组是居民的理性选择。这取决于正态分布的

特征：左侧群组的概率密度更高，在同样的群组人数下，分歧成本更低，也就是说加入左侧群

组的期望收益更高。换句话来说，居民均偏好加入左侧群组，但能否加入左侧群组，要取决于

左侧群组是否愿意纳入新成员。 

接纳新成员加入群组给老成员带来的收益增量为 ( ) ( )
1

k

k

x

k
x

rf x f x dx
−

 ，边际分歧成本为

( ) ( ) ( ) ( )
1

ˆ

ˆ

ˆ ˆ
ˆ

k k

k k

x x
k k

k k k
x x

k k

dx dx
f x dx f x dx x x f x

dx dx−

− + −  。若此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老成

员允许新成员加入群组 k ；否则拒绝新成员加入。根据此原则，可以确定群组边界。 

先来考察一下群组 k如何确定边界。老成员利益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 ) ( ) ( ) ( )
1

ˆ 0
k

k

k

k

x

k

d

k k kx xd
rf x f x dx x x f x

−


= − − =  

式 ( ) ( )( ) ( )1 0ˆ
k k k kr F x F x x x−− − − = 左 边 对 x

k
导 数 为 ( ) ( )ˆ

1 0k

k

dx

k dx
rf x − − = ， 且 有

( ) ( )

( )( )
1 1

1
2ˆ2

ˆ
lim lim1 1 kk

k
k

k
k k kx x

f xdx

dx f xx x− −→ →
− = − = 。有命题如下， 

命题 1 当边界 1−kx 确定后，群组 k 的价值区间偏好上限边界 x
k
按如下规则确定： 

（1）若 ( ) 1
1 2krf x −  ，有 ( ) ( )( ) ( ) 11

ˆ 0,k kk kr F x F x xx x xx x− −− − − = ； 

（2）若 ( ) 1
1 2krf x −  ，有 x

k
= x

k-1
。 

命题 1 的证明比较简单，在此略去，但其基本逻辑可参考图 1。I与 II表示 ( ) 1
1 2krf x −  的

情形，且 II代表居民偏好分布方差s 较大或政策收益 r 较小的情形。I与 II分别与 ( )ˆk kx x− 相

交，其中 2kx 与
1k

x 分别是情形 I与 II可取的最优群组 1 边界。而 III是 ( ) 1
1 2krf x −  的情形，

此时群组区间退化成一点，该类居民无法达成政策提案集体行动，有 x
k

= x
k-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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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x − kx

II

III

ˆ
k kx x−

I

( ) ( )( )1k kr F x F x −−

1kx 2kx

 

图 1 社交媒体时代群组 k 价值偏好区间 

政策收益 r的提高，接纳新成员加入群组的边际聚力收益增加，这有利于弥补群组老成员

需承担的分歧成本，此时老成员更愿意接纳新成员加入群组，从而扩大了群组区域范围。而当

居民的偏好分布越分散，即s 越大时，同一偏好区域聚集的居民人数越少，这无疑会降低群组

的胜出概率，从而降低了老成员接纳新成员的激励。特别地，偏好 ix x （其中

( ) 1
2

rfx xx = ）的居民只能以原子式的个体存在于社会。这些个体组成群组的分歧成本高

于聚力收益，没有激励去组成群组来进行利益表达，成为社会的弱势人群。 

推论 1 当 ( ) 1
1 2krf x −  时，有 0kdx

dr
 ， 0kdx

d
 。 

如图 1 所示，在 ( ) ( )( )1k kr F x F x −− 与 ( )ˆk kx x− 相交的 kx 处，有 2 1k kx x ，故 0kdx

dr
 ，

0kdx

d
 。可知当 r 固定，s 越大，每个群组的规模（指群组偏好区域宽度和）会变小；当s 固

定， r 越大，每个群组的规模会变大。 

在社交媒体时代，获得大多数人认同的价值观和公共政策取向（例如保护未成年人或照顾

某个弱势群体），很容易形成巨大的舆论声势。这种声势是人数少的弱势人群难以企及的，因

此人数占优的群体在获得公共政策的偏向性上更具优势，客观上带来了公共政策的平民化。 

考察 ( ) 1
2

rf x  ，可知当 r 足够大时，居民价值偏好分布方差s 越大的社会，临界值 x 越

大。当公共政策对于居民的生活影响大（即 r 较高）时，若社会的利益分化日益多元，即居民

的价值偏好分布方差s 越大，参与群组的居民价值区间会越大（ x 越大）。而根据推论 1，每

个群组的价值区间范围变小（ 0kdx

d
 ），因而总的群组数量 k 也随之增加，体现为政策提案 kx̂

数量的增长，即社会价值呈现日益多元化了。 

推论 2 当 r 足够大时，随着居民偏好分布方差s 的增大，单个群组的规模会变小，而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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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 k 会增大。 

 越小，表示社会利益分歧越小，居民对于政策的偏好较为接近，此时的社会利益结构属

于纺锤形的，利益表达也多集中在纺锤中央部位； 越大，则意味着社会价值偏好越分散，社

会利益日益多元化。 

Piketty（2014）对多国两百多年间的收入分配数据做了详尽的考察，分析表明近几十年来，

收入不平等现象已经扩大，并将会变得更加严重。收入差距的加剧，必然使得社会对于公共政

策的偏好多元化发展（ 增大）。随着公共政策利益蕴含 r 的增大，这增强了居民去影响公共

政策制定的激励。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也为居民通过网络来进行自我利益表达以影响公共政

策制定提供了便利。这些社会变化与发展，客观上表现为社会利益群组的分割日益细化，利益

表达日益多元化，参与群组价值表达的居民价值域也越宽，从而公共政策更加偏向平民大众。 

再来看一下群组 1 如何确定群组边界。对于群组 1 来说，有 x̂
1
= 0。这是因为 x̂

1
= 0两边

是概率密度最高的对称区域，这个特征有利于群组 1 在尽可能地增大政策竞争胜率时，能尽可

能地减小群组的分歧成本。这也使得价值偏好位于这个区域的人最容易组成群组，也容易成为

其它群组形成的参照点。由于 x̂
1
= 0固定，有

dx̂
1

dx
1

= 0，可知群组 1 区域范围应该是以 0 为中心

的对称区域 -x
1
,x

1
éë ùû。 

( ) ( )( ) ( ) ( ) ( ) ( )
1 1

1 1

0

1 1 1
0

x x

x x
F x F x r f x dx x f x dx x f x dx

− −
 = − −  − −  −     

老成员接纳新成员的利益最大化一阶条件 ( )( )( ) ( )1

1 1 1 12 2 1 0
d

dx
F x r x f x


= − − = 。新成员

加入群组给在位群组成员带来的边际聚力收益为 ( )( ) ( )112 2 1F x rf x− ，边际分歧成本为

( )1 12x f x 。 

命题 2 群组 1 的价值区间偏好上限边界 1x 按如下规则确定： 

（1）当 ( )2 0 1rf  时，有 ( ) 1 , 002x x rF x x r x − − = ； 

（2）当 ( )2 0 1rf  时，有 1 0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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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0

III

1x r+

( )12rF x
r

II

11x 12x

I

 

图 2 社交媒体时代群组 1 价值偏好区间 

正如图 2 所示，I与 II表示
2

r 

 的情形，且 II的居民偏好方差s 较大或政策收益较小。

I、 II与 1x r+ 相交于三个点，其中 12 11 0x x  分别是 I与 II情形可取的最优群组 1 边界。

而 III是 2
r 

 的情形，此时所有的居民都选择不加入或不组建群组，群组 1 区间退化成点

1 0x = ，社会处于原子状态。 

3 传统媒体时代的群组形成 

自媒体时代，人人可以通过自媒体来做利益表达；而在传统媒体时代，普通居民的利益需

要借助传统媒体作为媒介来表达。通常，传统媒体时代的媒体（报纸和电视）数量有限（假设

传统媒体数量为 n ）。在选择哪个群组作为报道对象（替该群组做利益表达）时，传统媒体需

要权衡怎样选择能最大化自身的收益。为了建模方便，假设传统媒体的利益与订阅群体数量成

正比。这是因为订阅人数越多，意味着该媒体的受众越多，自然也有越多的客户愿意到该媒体

做广告或提供商业赞助（Di Tella and Franceschelli，2011；Petrova，2011）；且居民只订阅支持

该居民利益的媒体（Prat and Strömberg，2013）。 

为简化分析起见，我们仅考虑只有中心群组（群组 1）及相邻两群组（若存在）具有表达

能力的情形。具体地说来，假设当群组 1 确定的边界是 1x ，若群组 2 取的边界为 2x 时，则群组

1 的人数为 ( )12 1F x − ，群组 2①的人数为 ( ) ( )2 1F x F x− 。若群组利益获得传统媒体表达，该

群组利益获得政策回应的概率与该群组人数成正比。 

 
① 以原点为中心左右对称的群组 2 各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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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 ( ) ( ) ( )12 1

2 1

F x

n
F x F x

−
−  ，即 ( ) ( ) ( )1 22 1n F x nF x+ −  时，才有传统媒体愿意选

择群组 2 作为利益代理对象，这是媒体代理群组 2 的激励相容条件，也是群组 2 形成的前提条

件。不妨先来考察一下群组 2 如何确定边界。如果有媒体代理群组 2，群组 2 的总收益为 

( ) ( ) ( )( ) ( ) ( ) ( ) ( ) ( )
2 2 2

1 1 2

ˆ

2 2 2 1 2 2ˆ
ˆ ˆ

x x x

x x x
x F x F x r f x dx x x f x dx x x f x dx = −  − −  − −     

类似地，可知老成员接纳新成员的利益最大化一阶条件为 

( ) ( ) ( ) ( )
2

2

2
1

2 2 2 2
ˆ

xd

dx x
rf x f x dx x x f x


=  − −  

其中，接纳新成员给老成员带来的边际收益为 ( ) ( )( ) ( )2 1 2F x F x rf x− ，增量分歧成本为

( ) ( )2 2 2
ˆx x f x− 。若接纳新成员给老成员带来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老成员愿意接纳新

成员；否则老成员拒绝接纳新成员加入。根据此原则可以确定群组边界。同样，来考察一下居

民价值偏好 x 服从正态分布 ( )20,N  的情形，如图 3 所示。 

1x 2x

( ) ( ) ( )1 22s sn F x n F x+ −

( ) ( ) ( )1 22b bn F x n F x+ −
1

( )12F x

2bx 2sx 21x
22x

( ) ( )( )1k kr F x F x −−

II

III

I

2 2
ˆx x−

 

图 3 传统媒体时代群组 2 价值偏好区间 

命题 3 当边界 1x 确定后，群组 2 的价值区间偏好上限边界 2x 按如下规则确定：① 

（1）当 ( ) 1
1 2

rf x  时，若 22
~xx  ，则群组 2 的边界取 2x ；若 22

~xx  ，在 ( ) 0~
22  x 情

况下群组 2 边界取 sx2
~ ，在 ( ) 0~

22  x 时群组 2 的边界取 12 xx = ，即未能形成群组 2。其中，

 
① 因命题 3 的逻辑可通过图 3 清楚地表达，这里略去证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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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2 11 2
ˆ ,0r F x F x xx x x x x− − − = ， ( ) ( ) ( ) 12 =1n F x nx x F x+ − 。 

（2）当 ( ) 1
1 2

rf x  时，有 12x x= ，价值偏好 1xxi  的居民不加入群组。 

当 ( ) 1
1 2

rf x  ，传统媒体数量为 bn 时，由于 bxxx 22221
~ ， I 与 II 下群组 2 均可取到非

受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值 21x 与 22x 。然而当传统媒体数量为 sn 时，由于 22221
~ xxx s  ， I 情形

下群组 2 仍可取到非受约束最优边界 21x ；而 II 情形下，若群组 2 边界取 sx2
~ 时，有 ( ) 0~

22  x ，

则边界可取 sx2
~ ，否则（ ( ) 0~

22  x ）边界退化为点，即群组 2 不能形成真正的群组，如图 3

所示。而当 ( ) 1
1 2

rf x  时， 1xxi  的居民没有激励组成群组。 

一般认为（Gentzkow and Shapiro，2006），通过增加媒体的数量以增强媒体间的竞争，可

以增加弱势群体被这些媒体关注的概率。这一点可以由
( ) ( )

( )
1 22

2

0
F x F xdx

dn nf x

−
  得到体现，即媒体代

理群组 2 的临界值 2
~x 随着媒体数量n 的增加而下降。媒体数量n 的增加，可以把 ( ) 1

1 2
rf x  情

形下的 ( ) 0~
22  x 转变为 ( ) 0~

22  x ，从而使得群组 2 最终能被媒体选择代理。也就是说，如

果某类居民本身有组成群组来表达利益诉求的激励，那么通过增加媒体之间的竞争，能促使媒

体代理这部分居民的利益。 

然而，当 ( ) 1
1 2

rf x  时，无论传统媒体数量n 有多大， 1xxi  的居民的利益诉求都不会吸

引到传统媒体的代理。这是因为，媒体代理与否并不改变 1xxi  的居民组成群组的激励，因他

们组成群组的分歧成本高于聚力收益，无论如何该类居民都不愿组成群组。正是因为该类居民

不愿组成群组，导致媒体市场太小，从而没有任何传统媒体愿为其利益发声，自然其利益诉求

不会获得公共回应。通过增加媒体数量来促进媒体竞争都不能改变这种结果，我们把这称为公

共政策“回应陷阱”①。我们的分析表明，在表达利益诉求方面，居民的偏好异质性是一个比媒

体竞争更重要的因素。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 Mullainathan and Shleifer（2005）的观点，他们

认为对于获取真实信息而言，受众的异质性比媒体竞争更加重要。 

推论 3 ( ) 1
1 2

rf x  情形下，增加媒体数量可以增加价值偏好 1xxi  的居民利益诉求获媒体

代理的概率； ( ) 1
1 2

rf x  情形下，价值偏好 1xxi  居民不组群组的决策不受媒体数量的影响，

 
① 这与选举制下弱势居民的利益总是被政客所忽视有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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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居民的利益诉求处于政策“回应陷阱”状态。① 

根据 Olson（1965）集体行动的逻辑，小团体具有较小的集体行动成本，可以更好地协调个

人行动，因而行动能力更强；相应地，大团体的集体行动成本高，行动能力更弱。精英人数较

少，利益较为一致，彼此之间更容易达成共识，而一般居民人数众多，利益较为分散，彼此之

间协调行动成本很高。对应本文中，离原点近的人群其人口密度越高，之间的分歧越小，彼此

之间的协调成本较低，可认为是具有小团体性质的精英人群；而离远离越原点的居民，之间的

分歧越大，彼此间协调成本高，属于普通居民。 

与社交媒体时代相比，传统媒体时代居民能否发出利益诉求受媒体市场收益约束，即多了

约束条件 ( ) ( ) ( )1 22 1n F x nF x+ −  ，自然地，传统媒体时代能向公众和决策者发出利益诉求

的居民，其价值区域不会宽于社交媒体时代的。如图 3 中的情形 II ：在社交媒体时代，群组 2

的边界可取为 22x ；然而在传统媒体时代，当传统媒体数量为 sn 时，群组 2 的边界必然取值小

于 22x ，特别在 ( ) 0~
22  x 的情况下，群组 2 根本不能形成（即有 12 xx = ）。这就是说，传统

媒体时代能获得在传统媒体上表达利益诉求的，是靠近原点价值分歧较小的精英人群，这使得

传统媒体时代的公共政策回应更多的是精英型政策俘获。而在社交媒体时代，每个社会个体可

以便捷地借助社交媒体表达自我利益诉求，且可通过群组行为来增大自身利益诉求获得公共政

策回应的概率，从而使得公共政策更多地走出精英人群而相对偏向传统上的弱势人群，公共政

策制定中更偏向平民型政策俘获，这有利于弱势的普通居民走出“回应陷阱”。 

长尾理论认为，传统上主流的、集中的、大量的需求会集中在头部，而这部分需求最有可

能获得市场回应；而那些分布在尾部的个性化的、零散的、小量的需求，常常会被市场所忽视。

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物流技术的进步，这些尾部需求会越来越获得市场的关注和回应。若

把居民作为公共政策的需求方，公共部门作为公共政策的供给方，则随着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

那些在传统媒体时代利益诉求常被公共政策忽视的居民，也获得了被公共政策回应的可能。这

也表明，社交媒体在居民利益诉求获政策回应方面，具有长尾效应。世界上许多国家公共政策

的制定，越来越表现出平民主义特征，这是社交媒体被广泛应用的一个自然结果。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协调社会关系和分配公共利益方面，公共政策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何使得公共

政策的制定偏向己方，成为每个社会个体关心的问题。本文分析了居民通过群组影响公共政策

的微观机制。在传统媒体时代，偏好聚焦且有能力跨过传统媒介门槛的社会精英能很好地俘获

传统媒介，而弱势群体很难获得在传统媒体上进行利益表达的机会，因而也常常为公共政策制

定者所忽视。增加传统媒体间的竞争能一定程度上缓解弱势群体利益代表不足的问题。但当某

 
① 至于群组 1 如何确定边界，考虑到这部分分析不是本文的重点，且涉及到一些技术细节，但为了内容的

完整性，我们把这部分内容放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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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偏好分布较为分散时，特别是当公共政策蕴含的价值没有足以高到让弱势群体愿意承担较

高的分歧成本来组成群组时，增加传统媒体的数量也无助于弱势群体走出“回应陷阱”，从而

这部分人成为社会失声人群。 

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有助于弱势人群走出“回应陷阱”，因为此时每个人都可以借助社交

媒体做直接的自我利益表达，而不必寻求到门槛高且数量有限的传统媒体上发声。呈现在世人

面前的，是居民更多偏好于与利益相近者组成群组来进行利益呼吁与表达，表达出的价值观愈

加多元化，特别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越来越趋向平民化。 

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第一，推动社交媒体市场发展。本文的分析表明，正是

因为社交媒体的低进入成本，为普通居民提供了公共利益表达的渠道，有利于普通居民走出政

策“回应陷阱”，提高公共政策的代表性和合理性。第二，建立有效的居民利益诉求网络信息

收集、分析、评价和回应机制，让传统上弱势的居民也能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红利。公共政策

的平民化，某种程度上是对过去长期的公共政策精英化的反应，本质上还是因为部分民众不能

公平地分享社会发展红利导致的。第三，培育壮大中产阶层。社会利益分歧越小，居民对于政

策的偏好就越接近，就越容易扩大群组的规模，从而让公共政策能够反映更多居民的利益。通

过这些具体措施的构建与实施，以期实现国家包容性发展，并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当然，这种基于媒体舆论的“冲击—回应”式公共政策制定也有一定缺陷。吴元元（2010）

指出，媒体舆论压力会导致立法常常出现背离审慎理性的特征，可能会带来一些既不公平、也

无效率的利益再分配效应，甚至会激励利益集团通过社交舆论来操控公共政策制定，展现了社

交媒体时代立法过程的异化。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为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带来了巨大挑战，并

将极大塑型未来社会运行模式。如何对社交媒体时代的公共政策制定程序进行审慎合理地设计，

使得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既能借鉴社交媒体舆论利益表达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同时又能规

避社交媒体舆论中情绪有余而理性不足等不利因素，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重要议题。 

 

 

附录 

引理 1 证明。对于处于偏好区域为 1,k kx x− 的群组 k 的任意居民 i （有 ( 1,i k kx x x− ）来

说，i 还可以选择加入以 ix 为偏好区域下限的群组 1k + ，群组 1k + 对于群组偏好区域的选择由

群组老成员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来决定，设为 1,i kx x + 。 

若 ( ) ( ) ( ) ( )1 1k i i kF x F x F x F x+ −−  − ，根据正态分布的特点，必有 1 1k i i kx x x x+ −−  − 。

存在 ix x  ，使得 ( ) ( ) ( ) ( )1 1k k iF x F x F x F x− +
 − = − ，居民 i 选择加入群组 1,kx x−

 ，与加

入群组 1k + 获得政策回应概率相同，但分歧成本要小于后者，因而故居民 i 更偏好加入左相邻

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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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 ) ( ) ( ) ( )1 1k i i kF x F x F x F x+ −−  − ， 同 样 可 取 到  1,k ix x x−
 ， 使 得

( ) ( ) ( ) ( )1 1k k iF x F x F x F x− +
 − = − ，而群组偏好区域为  1,kx x−

 里个体获得与群组 1k + 获

得政策回应概率相同，但分歧成本要小于后者，就是说前群组个体获得的收益大于后者的。考

虑到群组 k 取到的边界 k ix x x  ，故知群组 k 中个体获得的收益不低于群组偏好区域为

 1,kx x−
 的个体的收益，故居民 i 更偏好加入左相邻群组。 

不加入任何群组，居民 i 获得的收益为 0。只有当右相邻群组退化为点时，两者才无差异，

其它情况下，加入群组总是占优于不加入任何群组。█ 

传统媒体时代群组 1 如何确定群组边界的确定。如前所述，群组 1 的偏好区域是以 0 为中

心的对称区域 -x
1
,x

1
éë ùû。若群组 2 能被代理（需满足 ( ) 0~

22  x ），其结果与命题 2 相同，

( )( ) 11 2 1x x x F x r = − ，不再赘述。 

若群组 2 不能被代理（需满足 ( ) 0~
22  x ），群组 1 的总收益为 

( ) ( ) ( )
1 1

1 1

0

1
0

x x

m
x x

rf x dx xf x dx xf x dx
− −

  + −    

可求得新成员加盟的一阶条件为 ( ) ( )1

1

1
1 1 12

0
d

dx
rf x x f x


= − = ，有 1 0r x− = ，可求得

12x r 。容易看到， rx 11 ，这也比较符合直觉。 

分析可知，若 ( )( ) 0~
22  rx ，则群组 1 的边界取 r ；若 ( )( ) 0~

22  rx ，存在

( )( ) 0~
2213 = xxxx ， 如 有 ( ) ( )1 13 1 11m x x  ， 则 群 组 1 的 边 界 取 13x ， 如 有

( ) ( )1 13 1 11m x x  ，则群组 1 的边界取 11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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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residents influence public policy making through media. In the era of 

traditional media, because the media choose to report the interests of mainstream groups, the residents who contribute 

little to the market income of the media are often ignored by the traditional media, and it is difficult to obtain public 

policy response, and become the vulnerable groups that influence the policy.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media to 

promote competition will not change this situation, creating a policy "response trap". In the era of social media, because 

of the low entry cost of media, ordinary residents can directly express their interest demands to the public and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obtain public policy response, which helps the residents to get out of the policy "response trap".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media has brought long tail effect to residents' interests.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dia market, establishing an effective mechanism for responding to residents' 

interests, and strengthening the middle class can better achieve inclusive social development. 

Keywords: Social Media; Policy Capture; Interest Expression; Policy Respons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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